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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构想(Conceptual Framework)· 

认知控制在第三方惩罚中的作用* 

苏彦捷  谢东杰  王笑楠 
(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 行为与心理健康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871) 

摘  要  第三方惩罚是一种特殊的利他行为, 在维护社会规范和人类合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现有研究对遵

守社会规范行为及其认知机制进行了大量探讨, 而第三方惩罚这一维护社会规范行为的认知加工过程, 尤其

是认知控制在其中发挥的具体作用, 是目前研究的热点之一。通过(1)借助不同技术方法来探究认知控制在第

三方惩罚中的具体作用; (2)从发展的视角, 在认知控制发展的关键阶段来考察其作用随年龄的发展变化, 用
以解释第三方惩罚这一利他行为的发展轨迹, 完善对第三方惩罚的认知基础的理解, 并构建第三方惩罚决策

的心理模型。 
关键词  第三方惩罚; 认知控制; 共情; 正义感; 情绪 
分类号  B849:C91 

1  问题提出 

孟子曰：“不以规矩, 不能成方圆。”这句话说

的是做事要有一定的规矩、规则, 否则无法成功, 
即说明了做人做事要遵守社会规范。社会规范

(social norm)是指特定情境下某一群体成员都广

泛认可的行为标准 (Bicchier i ,  2006;  Fehr  & 
Fischbacher, 2004a)。虽然人们有服从社会规范的

动机(Fehr & Schurtenberger, 2018), 但是这种动机

并不足以维持人们一直遵守社会规范 ,  违规行

为、“搭便车”现象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

增加第三方惩罚(third-party punishment, TPP)的机

会 ,  则能提高人们遵守规范的可能性 (Fehr  & 
Schurtenberger, 2018; Egas & Riedl, 2008)。第三方

惩罚指的是个体牺牲自我利益去惩罚与自己无直

接相关的违规行为(Bendor & Swistak, 2001; Fehr 
& Fischbacher, 2004b)。它可以理解为我们常说的

“路见不平一声吼”, 例如旁观者当街抓小偷, 亦
或是路人指责他人的顺手牵羊行径……这一利他

行为在不同的文化下(Henrich et al., 2006; Henr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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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2010)、不同年龄的群体中(Gummerum & 
Chu, 2014; McAuliffe, Jordan, & Warneken, 2015; 
Salali, Juda, & Henrich, 2015; Yang, Choi, Misch, 
Yang, & Dunham, 2018)均存在, 但是在人类的近

亲 黑 猩 猩 中 却 不 存 在 (Riedl, Jensen, Call, & 
Tomasello, 2012)。因此, 第三方惩罚很有可能是

人类社会中具有标志性的特征之一。 
面对违规情况 , “惩罚违规者”和“帮助受害

者”都是具有利他性的第三方干预行为(third-party 
intervention) (Darley & Pittman, 2003; van Prooijen, 
2010)。但是, 第三方惩罚这一利他行为更加特殊

(谢东杰, 苏彦捷, 2019)。具体来说, 如果第三方

个体只能在“惩罚违规者”和“不作为”之间做出选

择, 那么第三方惩罚被视为一种高度的利他行为; 
但是 , 如果个体还能够选择“帮助受害者”, 那么

他们更倾向于选择帮助而非惩罚, 此时惩罚反而

可能会被知觉为一种“损人不利己”的行为, 行为

的利他性难以体现(谢东杰, 苏彦捷, 2019; Jordan, 
Hoffman, Bloom, & Rand, 2016; Raihani & Bshary, 
2015)。 

那么, 相比于帮助等利他行为, 第三方个体

做出惩罚决策时的认知过程是否也有其特殊性

呢？根据双加工理论(the dual-processing theory) 
(Chaiken & Trope, 1999; Kahneman, 2011), 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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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可以分为直觉式(reflexive and intuitive)反
应和反思式(reflective and deliberative)反应, 前者

的决策反应时相对较短 , 后者的反应时相对较

长。以往的研究发现, 帮助、捐赠等利他行为很

有可能是一种直觉式反应(Hu, Strang, & Weber, 
2015; Rand, Greene, & Nowak, 2012), 而第三方惩

罚则是一种反思式反应 (Artavia-Mora, Bedi, & 
Rieger, 2017; Gummerum & Chu, 2014; Hu et al., 
2015), 这意味着第三方惩罚涉及的认知加工过程

可能比帮助、捐赠等利他行为更加复杂。在进行

第三方惩罚决策的过程中, 个体会面临更多的认

知冲突。一方面, 违规者的行为并未直接损害第

三方的利益, 但是做出惩罚行为却往往需要牺牲

个人利益(Fehr & Fischbacher, 2004b; Jordan et al., 
2016), 因此第三方个体需要解决自利动机和社会

规范之间的冲突(McAuliffe et al., 2015; Yang et al., 
2018)。另一方面 , 第三方惩罚虽然具有利他性 , 
但有时会被知觉为一种“损人不利己”的行为(谢
东杰, 苏彦捷, 2019; Jordan et al., 2016; Raihani & 
Bshary, 2015); 而且违规行为本身可能具有较高

的复杂性, 第三方个体如果更加关注违规者 , 那
么就需要从行为结果和意图对违规行为进行多角

度的评价 , 倘若做出不当惩罚 , 反而“出力不讨

好”; 因此, 这种风险的存在使得个体需要进行更

加仔细地评估和思考才能做出第三方惩罚决策。

鉴于这些冲突的存在, 认知控制(cognitive control)
作为一种重要的应对冲突能力, 可能在第三方惩

罚的决策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丁毅, 纪婷婷, 
陈旭 , 2012; 谢东杰 , 苏彦捷 , 2019; Krueger & 
Hoffman, 2016)。认知控制一般是指个体控制自己

的思想和行为以实现未来目标的能力 (Crone & 
Steinbeis, 2017)。目前并不清楚认知控制究竟在第

三方惩罚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它在惩罚与帮助之

间的作用又有何差异。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有助于

研究者深入理解人类利他行为的心理机制, 同时

也能够为公民道德教育体系建设、社会治理等实

际问题的解决提供思路。 

2  第三方惩罚发生的心理学解释 

目前 , 多水平选择理论 (multilevel selection 
theory) (Sober & Wilson, 1998; Wilson & Sober, 
1994)等演化生物学理论以及高成本信号理论

(costly signaling theory) (Camerer, 2003; Spence, 

1974)等经济学理论给出了第三方惩罚发生的远

因(ultimate causation)解释——它对群体适应性和

个人声誉具有积极作用。但是, 惩罚者的行为动

机是什么, 第三方惩罚行为究竟受到什么因素的

驱动, 个体在决策时经历了怎样的认知加工过程

等等, 这些问题仍不清楚。接下来, 本文将从心理

学 的 角 度 尝 试 给 出 第 三 方 惩 罚 发 生 的 近 因

(proximate causation)解释。 
2.1  情绪和个人特质在第三方惩罚中的作用 

第三方惩罚的发生需要情绪作为驱动力

(Darley & Pittman, 2003), 其中愤怒(anger)和同情

(compassion)尤其受到关注。有研究者认为, 违规

行为引发的愤怒(anger)情绪可能是个体做出第三

方惩罚的直接原因之一(Fehr & Fishbacher, 2004b; 
Fehr & Gächter, 2002)。Nelissen 和 Zeelenberg 
(2009)通过操纵由真人给出不公平的分配方案还

是由电脑随机给出验证了这一点。他们发现, 相
比于电脑随机给出不公平分配方案的情况, 被试

对真人有意为之的违反公平规范的行为会产生更

多的愤怒情绪, 也会做出更多的第三方惩罚。还

有研究者认为对受害者的同情(compassion)是引

发第三方惩罚的另一种重要的情绪因素(DeScioli 
& Kurzban, 2009)。然而后续的研究显示, 相比于

同情而言, 愤怒更能解释第三方惩罚的发生(陈思

静, 2011; 陈思静, 马剑虹, 2011)。 
将愤怒和同情这两种情绪进行对比可以发现, 

前者是由于惩罚者知觉到社会规范被破坏而产生

的(陈思静, 2011), 属于道德愤慨(moral outrage) 
(Mikula, Scherer, & Aethenstaedt, 1998), 它指向的

是违规者(Lotz, Okimoto, Schlösser, & Fetchenhauer, 
2011); 而 后 者 则 指 向 的 是 受 害 者 (Gromet & 
Darley, 2009)。面对同一种情境, 第三方个体可以

产生指向不同对象的情绪, 这可能说明他们在两

个对象之间的注意分配存在差异：个体产生的愤

怒情绪越强, 则更多地注意违规者; 个体产生的

同情情绪越强, 则更多地注意受害者。由此推测, 
第三方惩罚的发生可能与个体的愤怒情绪密切相

关, 并且愤怒情绪会促使个体对违规者而非受害者

分配更多的注意(Gummerum, van Dillen, van Dijk, & 
López-Pérez, 2016)。 

另一方面, 同一违规行为引发的情绪类型和

强度存在个体差异, 这提示了个人特质在其中的

作用。共情(empathy)是利他行为的主要驱动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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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综述见 de Waal, 2008)。它一般指的是个体感知

他人情绪状态、关注他人福祉的倾向性和动机

(Decety, Bartal, Uzefovsky, & Knafo-Noam, 2016), 
这种个人特质与同情情绪的关系十分密切(颜志

强, 苏金龙, 苏彦捷, 2018)。受害者的遭遇能够引

发第三方个体对其产生共情反应(Ciaramidaro et 
al., 2018), 激活前脑岛(anterior insula, AI)等脑区

(Feng et al., 2016), 使得第三方个体干预与自身

利益无直接相关的违规情况。研究者们采用人际

反应指针量表 (Interpersonal Reaction Indicator, 
IRI)来测量共情(Davis, 1980), 但是发现共情与第

三方惩罚这一利他行为之间的关系并不一致：有

研究发现, 当第三方个体同时拥有“帮助受害者”
和“惩罚违规者 ”的选项时 , 共情关注 (empathic 
concern)维度得分与帮助之间呈显著正相关 , 与
惩罚之间呈显著负相关(Hu et al., 2015; Leliveld, 
van Dijk, & van beest, 2012)或者不相关(Liu, Li, 
Zheng, & Guo, 2017); 还有研究却发现, 个体的

共情关注维度得分越高, 越倾向于惩罚, 而观点

采择(perspective taking)维度得分越高, 则越倾向

于帮助(Lu & McKeown, 2018)。这些矛盾的结果

提示, 共情虽然与利他行为关系密切, 但并不能

稳定地预测第三方惩罚这一特殊的利他行为。 
除了共情以外, 正义感(justice sensitivity)也

可能是解释第三方惩罚的个体差异的重要特质。

它主要指个体对不公正事件的感知程度以及恢复

正义的倾向性 (Decety & Yoder, 2017; Schmitt, 
Gollwitzer, Maes, & Arbach, 2005)。在只有“惩罚

违规者”和“不作为”两种选项的情境下, 个体的正

义 感 越 强 , 越 倾 向 于 做 出 第 三 方 惩 罚 (Lotz, 
Baumert, Schlosser, Gresser, & Fetchenhauer, 
2011)。而且, 正义感越强的个体在面对违规行为

时会产生更强的情绪反应(Schmitt, Neumann, & 
Montada, 1995), 尤其是道德愤慨(Lotz, Okimoto 
et al., 2011)。更重要的是, 道德愤慨在正义感和第

三方惩罚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Darley & Pittman, 
2003; Lotz, Baumert et al., 2011), 而且这一中介作

用在个体有机会选择“帮助受害者”的时候仍然存

在(Lotz, Baumert et al., 2011)。这些研究表明, 正
义感和第三方惩罚之间可能存在相对稳定的正相

关关系。 
虽然现有研究揭示了个人特质及其引发的情

绪在个体的第三方惩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但是, 

也有研究者认为这些因素并不足以解释第三方惩

罚的发生(Nelissen & Zeelenberg, 2009)。来自脑电

研究的证据显示, 违规行为由于违反了个体对他

人的社会预期, 一般会引发与负性情绪评价有关

的反馈相关负波(feedback-related negativity, FRN) 
(Enge, Mothes, Fleischhauer, Reif, & Strobel, 
2017)。第三方个体的共情水平越高, FRN 的波幅

越大(Mothes, Enge, & Strobel, 2016), 表明高共情

个体对违规行为更加敏感 (Fukushima & Hiraki, 
2009)。但是, FRN 的波幅与个体后续的惩罚行为

之间却不存在相关关系(Mothes et al., 2016; Sun, 
Tan, Cheng, Chen, & Qu, 2015)。这些证据提示, 在
负性情绪和惩罚违规者中间还有其他因素调控第

三方惩罚的发生, 而认知控制尤为值得关注(丁毅 
等, 2012; 谢东杰, 苏彦捷, 2019; Bellucci et al., 
2017; Krueger & Hoffman, 2016)。 
2.2  认知控制与第三方惩罚的关系 

认知控制是一个“伞”概念。一般来说, 认知控

制可以分为基础成分和高级成分, 其中基础成分

包 括 抑 制 控 制 (inhibitory control) 、 工 作 记 忆

(working memory)等 , 而高级成分包括情绪调节

(emotion regulation) 、问题解决(problem solving)
等, 高级成分依赖于基础成分(Crone & Steinbeis, 
2017; Diamond, 2013)。在进行第三方惩罚决策时, 
个体会面临多种冲突。第三方惩罚与其他利他行

为一样 , 需要牺牲个体的自我利益 , 因此 , 认知

控制, 尤其是其中控制自身优势反应的抑制控制

这一基础成分, 可能在解决个体自利冲动与维护

规范的冲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Müller-Leinß, Enzi, 
Flasbeck, & Brüne, 2018)。认知控制能力越强的个

体更能够自上而下地控制自利冲动, 做出遵守社会

规范的行为(Blake, Piovesan, Montinari, Warneken, & 
Gino, 2015), 他们也更有可能将注意分配在违规

者身上, 从而做出维护社会规范的行为。有研究

者通过问卷的方式考察了第三方惩罚与认知控制

之间的关系, 结果发现, 认知控制与第三方惩罚

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Friehe & Schildberg-Horisch, 
2018; Glass, Moody, Grafman, & Krueger, 2016)。
还有研究者使用经颅直流电刺激 (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tDCS)的方法操纵了与

认 知 控 制 密 切 相 关 的 背 外 侧 前 额 叶 区 域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dlPFC) (Vanderhasselt, 
de Raedt, & Baeken, 2009)的活动, 并对比了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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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三方惩罚在有代价和无代价条件之间的差异, 
验证了认知控制在第三方惩罚中发挥了抑制自利

冲动的作用 (殷西乐 , 李建标 , 陈思宇 , 刘晓丽 , 
郝洁, 2019)。 

为了更加全面地理解第三方惩罚的发生机制, 
Krueger 和 Hoffman (2016)从神经科学的角度, 提
出了关于第三方惩罚的神经心理框架：第三方惩

罚涉及到的脑网络包括与情绪反应有关的突显网

络(salience network, SN), 与自我监控、心理推理

有关的默认网络(default mode network, DMN)以
及 与 认 知 控 制 有 关 的 中 央 执 行 网 络 (central 
executive network, CEN)。具体来说, 违规行为会

引发个体产生消极的情绪体验, 在进行真正的第

三方惩罚决策之前, 个体还会综合违规行为发生

的具体情境, 对违规者做出一个责备的评判。在

这一过程中, 我们推测, 个体可能面临负性情绪

体验和“事出有因”的冲突, 那么认知控制中的高

级成分——情绪调节可能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

(Li, Wu, Zhang, & Zhang, 2017)。而个体产生的“责
备信号”要转化为实际的第三方惩罚行为 , 还需

要认知控制的进一步参与。通过重复性经颅磁刺

激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rTMS)的方法 , 研究者抑制个体背外侧前额叶的

活动, 发现这一操作没有改变第三方个体对于故

事情境中犯罪行为的道德评价, 但是却减少了他

们的第三方惩罚(Buckholtz et al., 2015)。这可能是

因为背外侧前额叶的功能与信息整合和行为选择

有关(Miller & Cohen, 2001), 个体可能需要借助

工作记忆这一基础的认知控制成分来表征和整合

多方面的信息, 而最终是否做出一个具有适应性

的维护规范行为可能还需要依赖于抑制控制

(Buckholtz et al., 2015)。 
2.3  第三方惩罚随年龄的发展变化 

以往关于第三方惩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成人

群体, 研究者对第三方惩罚这一利他行为的发展

根源所知甚少。由于第三方惩罚的发生依赖于个

体对社会规范的理解, 因此有研究者认为, 第三

方惩罚应该出现在儿童期之后, 因为处于该发展

阶段的个体对社会规范有充足的知识储备、与社

会群体进行过充分的交互活动并体验过违规行为

带来的后果(Rogoff, 2003)。但是, 第三方惩罚也

可 能 是 个 体 学 习 社 会 规 范 过 程 中 的 表 现

(Tomasello & Vaish, 2013), 因此它也可能出现在

社会经历相对有限的儿童早期。 
McAuliffe 等人(2015)采用改编版的最后通牒

游戏(Ultimatum Game, UG), 让儿童作为第三方

代替接受者决定是否惩罚分配者的行为。结果发

现, 6 岁儿童已经表现出了第三方惩罚行为, 具体

来说, 他们会更多地惩罚他人的不公平分配行为

而非公平分配行为, 但是 5 岁儿童对两种行为的

惩罚之间则没有差异。这说明学龄前儿童的第三

方惩罚存在明显的发展变化。Yang 等人(2018)借
助与儿童日常生活更贴近的故事背景, 发现第三

方惩罚发生的年龄可以提前到 4 岁。研究者将公

共物品游戏(Public Goods Game, PGG)进行了改

编, 并设置了两种“搭便车”的情境：违规者不愿贡

献资源或不愿贡献努力。具体来说, 在不愿贡献

资源的情境下, 4~5 岁和 9~10 岁儿童观察游戏中

其他 4 个小朋友的行为, 每个小朋友都有一块巧

克力, 如果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巧克力捐出来 , 放
到神奇的储蓄罐里, 那么所有人最终会得到一个

大蛋糕, 可以分着吃; 但是如果有一个小朋友不

愿把自己的巧克力捐出来, 那么所有人只能得到

一个小蛋糕。不愿意付出努力的情境则是违规者

不愿一起种西红柿苗, 从而收获更多的西红柿。

研究发现, 4~5 岁的儿童作为第三方不仅对“搭便

车者”有消极的评价, 还会对“搭便车者”实施惩罚, 
并且其惩罚行为与 9~10 岁组之间没有差异(Yang 
et al., 2018)。 

值得注意的是, 在 McAuliffe 等人(2015)以及

Yang 等人(2018)的研究中, 还考察了惩罚代价对

儿童第三方惩罚的影响。两个研究均发现, 如果

第三方惩罚需要个体牺牲自我利益, 那么学龄前

儿童的第三方惩罚会有所减少, 这表明学龄前儿

童的自利冲动会阻碍他们做出维护公平规范的

行为。随着年龄的增长, 个体遇到的违规情境可

能会变得更加复杂。Gummerum 和 Chu (2014)发
现, 无论自我利益是否卷入, 青少年晚期的个体

都能较好地整合行为意图和结果 , 做出维护公

平规范的第三方惩罚行为 , 但是青少年早期的

个体只能在自我利益卷入的情况下进行有效整

合, 做出惩罚行为; 而 8 岁的学龄儿童做出的惩

罚行为则完全依赖于行为结果 , 并不考虑行为

意图。这种惩罚行为的发展轨迹可能与个体对违

规结果引发的负性情绪体验的调节能力不断提

升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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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已有研究的反思 

虽然第三方惩罚这一行为在人类社会中广泛

存在(Henrich et al., 2006; Henrich et al., 2010), 但
并非所有人都会做出第三方惩罚。个人特质可能

使个体在面对违规行为时产生不同种类、不同强

度的情绪, 但个人特质和情绪如何解释第三方惩

罚的个体差异仍然有待进一步研究。除此之外 , 
虽然以往的研究发现了认知控制与第三方惩罚之

间的相关, 但是并不清楚认知控制究竟如何发挥

作用。而从发展的视角动态地考察认知控制在第

三方惩罚中发挥的具体作用, 能够进一步揭示第

三方惩罚的发生发展机制, 也能够帮助指导相关

政策的制定和实践项目的开展。 
3.1  共情和正义感在第三方干预中的不同作用 

面对违规行为, 共情及其引发的同情情绪更

多地是指向受害者, 而正义感及其引发的愤怒情

绪更多地是指向违规者。情绪指向性的差异可能

意味着共情和正义感这两种个人特质驱动第三方

个体做出帮助受害者和惩罚违规者的倾向性有所

不同。 
从第三方干预行为的指向性来看, 帮助是一

种对他人需要的关注、关怀以及解决他人需要的

利他行为, 指向的是受害者。从行为动机的角度

进行分析, 对受害者产生共情反应是帮助这一利

他行为的主要驱动力(Patil et al., 2018)。根据共情

的定义(Decety et al., 2016)和以往的研究(de Waal, 
2008; Hu et al., 2015), 由共情驱动的帮助动机可

以超越自私动机, 共情水平越高的个体, 越倾向

于帮助他人。而帮助行为在 18 个月大的婴儿中就

已经表现出来了(Warneken & Tomasello, 2006), 
是自发做出来的, 并非受到父母在场的压力或者

鼓励所驱使(Warneken & Tomasello, 2013), 可能

需要较少的认知控制参与。 
与帮助这一利他行为不同, 第三方惩罚是一

种关注不公正事件、由于社会规范遭到破坏而做

出的利他行为, 它指向的是违规者。从行为动机

来看, 个体之所以选择第三方惩罚主要有三方面

的原因：对公正的偏好, 抱有因果报应(retribution)
的信念以及威慑违规者 (Carlsmith, Darley, & 
Robinson, 2002; Kurzban & DeScioli, 2013; Tan & 
Xiao, 2018)。考虑到正义感的定义(Decety & Yoder, 
2017; Schmitt et al., 2005), 第三方惩罚的动机与

正义感的关系十分密切; 并且也确实有实证研究

证实了这一点(Lotz, Baumert et al., 2011)。综上, 
我们推测, 相比于共情而言, 正义感更能解释第

三方惩罚的变异性 , 尤其是在同时有“帮助受害

者”和“惩罚违规者”选项的情境下。 
3.2  认知控制在第三方惩罚中的具体作用 

虽然以往也有研究考察认知控制在第三方惩

罚中的作用, 但是大多采用问卷法, 这种方法存

在两方面的局限性：第一, 问卷法测出的认知控

制能力精度不高, 并且可能存在较高的社会赞许

性; 第二, 问卷法测量第三方惩罚时并不需要被

试真正做出惩罚行为, 也不需要牺牲被试的个人

利益, 因此可能测量的只是个体的第三方惩罚倾

向, 体现了第三方对违规行为的道德判断以及对

违规者的“责备信号” (Krueger & Hoffman, 2016)。
除此之外, 已有的研究只考察了认知控制与第三

方惩罚之间的相关关系 (Friehe & Schildberg- 
Horisch, 2018; Glass et al., 2016), 但是认知控制

究竟在第三方惩罚中具体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仍不

清楚 , 第三方惩罚决策的认知加工过程有待揭

示。因此, 未来的研究需要使用能够衡量个体实

际第三方惩罚行为的范式, 例如经济学中的博弈

范式, 并结合其他技术和方法, 来进一步探讨认

知控制在第三方惩罚中的具体作用。 
首先, 由于第三方惩罚一般需要个体牺牲个

人利益(Fehr & Fischbacher, 2004b; Jordan et al., 
2016), 因此认知控制在第三方惩罚中可能起到抑

制自利动机的作用。另外, 基于已有的发现, 它可

能还具有另外两个作用：第一, 共情和正义感可以

通过引发情绪进一步导致利他行为, 而认知控制

可能调节了情绪和利他行为之间的关系(黄翯青, 
苏彦捷, 2012; 谢东杰, 苏彦捷, 2019; Eisenberg, 
Spinrad, & Morris, 2013; Grecucci, Giorgetta, van’t 
Wout, Bonini, & Sanfey, 2013)。目前, 尚未发现研

究直接探讨认知控制在做出第三方惩罚时的情绪

调节作用。但是, 根据以往关于共情和帮助行为

的研究发现 , 人际反应指针量表中的个人悲伤

(personal distress)维度得分与帮助行为之间可能

存在负相关关系(Eisenberg & Fabes, 1990), 由此

推测, 在没有认知控制进行调控的情况下 , 由共

情引发的情绪唤醒可能无法顺利转化为利他行

为。第二, 正如之前提到的, 第三方惩罚指向的是

违规者, 而第三方帮助指向的是受害者。做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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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惩罚可能需要个体对违规者而非受害者分配

更多的注意(Gummerum et al., 2016)。认知控制在

调控个体的注意分配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李政汉 , 杨国春 , 南威治 , 李琦 , 刘勋 , 2018; 
Rosen, Stern, Michalka, Devaney, & Somers, 
2015)。这提示, 在违规情境下, 认知控制可能还

会调控第三方个体在违规者和受害者之间的注意

分配 , 从而影响第三方个体的决策 (Hu et al., 
2015)。眼动技术和脑电技术可以帮助检验上述假

设。眼动技术可以用来追踪个体眼部活动, 测量

情绪(例如瞳孔变化)和认知控制(例如眼跳、注视时

间的变异性) (Geeraerts et al., 2019; Lahey & Oxley, 
2016)。根据以往的研究, 第三方惩罚者会比不惩

罚者表现出更强的愤怒情绪, 可能伴随瞳孔的放

大(Kinner et al., 2017; Wang, Spezio, & Camerer, 
2010)以及更多地注视违规者而非受害者。此外, 
脑电技术可以揭示神经活动的时程变化。关于第

三方惩罚的神经机制研究大多采用脑成像技术

(Krueger & Hoffman, 2016), 时间精度较低, 不足

以探明第三方惩罚决策的认知加工过程。在第三

方个体进行决策时收集其脑电信号, 则能弥补以

往研究的不足, 加深对第三方惩罚的心理机制的

理解。其中, P300 是一种与高级认知加工过程有

关的事件相关电位 (event-related potential, ERP) 
晚期成分, 在一定程度上与个体注意力的快速分

配呈正相关 (Overbye, Huster, Walhovd, Fjell, & 
Tamnes, 2018)。已有的研究发现, 在他人的分配

方案呈现后 400~600 ms 的 P300 波幅与个体的第

三方惩罚之间呈正相关(Sun et al., 2015), 这一结

果提示, 个体最终做出第三方惩罚可能是一个主

动的注意选择过程, 与认知控制调控注意的假设

相符。目前关于第三方惩罚的脑电研究较少, 不
同研究结果之间也存在一定的争议, 因此还需进一

步借助眼动和脑电技术来考察认知控制在第三方

惩罚中的具体作用, 这是本项目的主要内容之一。 
3.3  从发展视角考察认知控制在第三方惩罚中

的作用 
在认知控制发展的关键时期考察其在第三方

惩罚中的作用, 不但可以更加系统、完整地探究

第三方惩罚这一利他行为的发生机制, 而且有助

于理解这一行为随年龄变化的原因。此外, 基于

发展视角的研究对于提供相关的教育指导也具有

重要的实践意义。已有的研究表明, 认知控制在

学龄前时期(Best & Miller, 2010; Riggs, Jolley, & 
Simpson, 2013) 和青少年时期 (Diamond, 2013; 
Shulman et al., 2016)的发展更为显著, 其中, 抑
制控制这一基础的认知控制成分在学龄前时期发

展迅速(Crone & Steinbeis, 2017; Diamond, 2013); 
与情绪调节有关的高级认知控制成分的迅速发展

出现 在 青 少 年时 期 (Crone & Steinbeis, 2017; 
McRae et al., 2012), 而学龄期的发展则相对平

缓。学龄前儿童有较强的自利冲动(McAuliffe et 
al., 2015; Yang et al., 2018), 那么将学龄前儿童作

为研究对象能探察出认知控制在第三方惩罚中可

能起到了抑制自私动机的作用。根据 Steinberg 
(2008)以及 Casey, Getz 和 Galvan (2008)提出的模

型, 青少年时期的情绪系统和认知控制系统的发

展并不同步, 情绪系统的发展快于认知控制系统, 
这可能可以解释青少年早期个体与成年期个体在

冲动、冒险、利他等一系列行为表现上的差异

(Shulman et al., 2016)。伴随着前额叶不断发育成熟, 
认知控制系统与情绪系统的脑功能连接不断完善, 
青少年时期个体控制情绪的能力也越来越好

(Sheppes, 2014), 因此青少年时期认知控制在第三

方惩罚中的作用可能主要体现在调节情绪方面。 
此外, 从个体对社会规范的理解这一角度来

看, 学龄前时期和青少年时期也是重要的发展阶

段。学龄前时期儿童的公平分配等行为随年龄的

增长表现出较大的提升(e.g., Baumard, Mascaro, 
& Chevallier, 2012; Blake & McAuliffe, 2011; 
Grocke, Rossano, & Tomasello, 2015; Xie, Pei, & 
Su, 2019), 这提示学龄前儿童对社会规范的理解

发生了显著的进步。而学龄儿童在大多数时候都

能做到公平分配或拒绝不公平分配 (Blake & 
McAuliffe, 2011; Fehr, Bernhard, & Rockenbach, 
2008), 表现出了“天花板效应”, 如果将学龄儿童

作为研究对象, 可能难以观察到较大的行为变异

性, 从而无法获知认知控制与第三方惩罚之间的

关系。当违规情境变得更加复杂时, 例如, 违规行

为同时涉及到行为意图和结果, 学龄儿童的利他

性 惩 罚 行 为 又 存 在 只 考 虑 行 为 结 果 的 情 况

(Gummerum & Chu, 2014), 即, 表现出了“地板效

应”; 但是, 不同年龄的青少年在进行利他性惩罚

决策时, 他们对违规者的行为意图和结果的整合

程度存在较大的变异性(Gummerum & Chu, 2014)。
因此, 学龄前时期和青少年时期的个体是较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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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的研究对象。 
综上, 我们推测, 在学龄前时期和青少年时

期, 认知控制在第三方惩罚中可能起到了不同的

作用, 这一差异可能与个体的认知控制能力以及

对社会规范理解的发展有关。从发展的视角, 动
态地考察不同发展关键期认知控制在第三方惩罚

中的具体作用及其变化, 是本项目的另一个主要

内容。 

4  研究构想 

基于对已有研究的梳理和反思, 本项目旨在

考察个人特质和情绪对第三方惩罚的影响以及认

知控制在第三方惩罚中的具体作用, 深入理解第

三方惩罚的认知加工过程, 从而引导第三方惩罚

等利他行为的发生。具体而言, 项目共包括 2 个

目标：(1)借助不同技术方法探讨认知控制在第三

方惩罚中的具体作用, 包括抑制自利、注意分配、

调节情绪三个方面, 以便探究认知控制在第三方

惩罚中发挥作用的机制, 从而构建第三方惩罚决

策的心理模型。(2)从发展的视角, 在认知控制发

展的两个关键阶段考察其在第三方惩罚中的作用

以及随年龄的发展变化, 用以解释第三方惩罚这

一利他行为的发展轨迹, 完善对第三方惩罚认知

基础的理解。研究框架如图 1 所示。 
4.1  研究一：认知控制在第三方惩罚中的具体作

用及其机制 
本研究关注认知控制在第三方惩罚中的具体

作用, 同时采用统一的研究范式, 例如有第三方

观察的独裁者游戏(Dictator Game, DG) (Hu et al., 
 

2015; Jordan et al., 2016), 操纵个体拥有的第三方

干预选项, 即, 设置只能选择“惩罚违规者”的条

件、只能选择“帮助受害者”的条件以及同时可以

选择“惩罚违规者”和“帮助受害者”的条件, 将认

知控制在第三方惩罚以及帮助中的作用进行直接

对比, 从而理解第三方惩罚的特殊性及其与帮助

之间的相似性。可以通过停止信号任务 (Stop- 
Signal task)来测量个体的抑制控制能力 (Logan, 
Cowan, & Davis, 1984), 通过 Corsi 方块点击任务

(Corsi Block Tapping test)来测量个体的工作记忆

能力(Corsi, 1972)。此外, 为了揭示认知控制发挥

作用的机制 , 本研究还将采用眼动和脑电技术 , 
考察第三方惩罚这一利他行为的认知加工过程。

研究共包括 3 个方面：第一, 从行为层面考察个

人特质分别与第三方惩罚、帮助之间的关系以及

认知控制在这两种利他行为中的不同作用; 第二, 
采用眼动技术来考察不同特质的个体在决策时的

眼动注意模式, 以便分析认知控制对情绪和注意

的调控; 第三, 使用脑电技术更加精确地考察情

绪影响第三方惩罚的加工时程问题以及认知控制

在其中的注意调控和情绪调节作用。 
我们预期, 相比于帮助行为, 认知控制在第

三方惩罚中发挥了更强的作用, 正义感比共情更

能引起第三方个体产生愤怒情绪, 进而促进他们

做出第三方惩罚行为。认知控制与个体用于第三

方惩罚而牺牲的个人利益之间呈正相关关系, 说
明认知控制起到了抑制自利倾向的作用。从加工

过程来看, 认知控制与个体的注意分配紧密相关

(李政汉等, 2018; Rosen et al., 2015), 根据已有的 

 
 

图 1  研究框架图 

Adv
an

ce
s i

n 
Psy

ch
ol

og
ic

al
 S

ci
en

ce



1338 心 理 科 学 进 展 第 27 卷 

 

 

研究(Fernández-Martín & Calvo, 2016; Hu et al., 
2015; Sun et al., 2015; Yan, Pei, & Su, 2018), 我们

推测, 认知控制可能会调控个体的注意分配 , 例
如在正义感较高的人群中, 看到违规行为后, 个
体的认知控制越强, 对违规者的首次注视到达时

间(time to first fixation)越早, 对违规者的注视次

数 (fixation count)更多 , 总注视持续时间 (total 
fixation duration)更长, P300 的波幅更大; 认知控

制还起到了调节情绪的作用, 例如认知控制会分

别调节瞳孔大小、FRN 的波幅与第三方惩罚之间

的关系。 
4.2  研究二：关键发展阶段中认知控制的不同

作用 
研究一探讨了认知控制在第三方惩罚中的具

体作用, 包括注意分配、调节情绪以及抑制自利

冲动。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 认知控制在其中发

挥的作用可能有所差异。学龄前时期的个体具有

较强的自利倾向(Sheskin et al., 2016), 认知控制

可能主要帮助他们解决利他与自利之间的冲突 , 
起到抑制自利冲动的作用。青少年时期的个体情

绪调节能力还在快速发展之中 (Sheppes, 2014), 
因此在这一阶段, 认知控制在第三方惩罚中起到

的情绪调节作用可能有较大的发展变化。本研究

考察在学龄前和青少年这两个发展关键阶段中认

知控制在第三方惩罚中的不同表现形式, 结合研

究一得到的眼动和脑电证据, 试图解释第三方惩

罚行为随年龄变化的可能原因。其中, 对于青少

年被试, 采用与研究一相同的实验任务。对于学

龄前儿童 , 采用改编后的儿童版独裁者游戏

(McAuliffe, Raihani, & Dunham, 2017), 被试作为

第三方观察者, 其惩罚和帮助的对象都是卡通人

物, 做出第三方干预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是贴纸或

糖果。此外, 考虑到两个发展阶段的个体在智力

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为了避免智力作为混淆的解

释变量 , 研究二还将使用韦氏智力量表儿童版

(Wechsler-Intelligence Scale for Children, WISC-IV) 
(Wechsler, 2003)来测量个体的一般智力。 

我们预期, 在控制了智力之后, 认知控制越

强的学龄前儿童表现出更多的第三方惩罚行为 , 
认知控制发挥了抑制自利冲动的作用, 但是学龄

前儿童对社会规范的理解难以解释惩罚决策的变

异性; 在青少年时期 , 随着年龄的发展 , 认知控

制对情绪和第三方惩罚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越来

越接近成年期个体的表现形式。 

5  研究意义 

第三方惩罚作为一种重要的利他行为, 项目

从心理学的角度对这一行为的发生发展机制进行

深入探讨, 不仅在理论上拓展了以往基于演化和

经济学视角的研究, 丰富了研究者对第三方惩罚

的认识; 在实践上也能指导人们如何更好地做出

第三方惩罚这一利他行为。 
5.1  理论构建 

利他行为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 , 
也是众多研究者关注的主题(Tomasello, 2009)。关

于利他行为的演化也一直在争论当中, 有研究者

认为人类天生拥有利他倾向, 从而表现出利他行

为(de Waal, 2008; Zaki & Mitchell, 2013), 而也有

研究者认为人类的利他性可能是由后天的社会文

化环境塑造的(Henrich et al., 2006; Henrich et al., 
2010)。双加工理论从微观的视角整合了这两种理

论, 提出个体的利他行为决策可能既依赖于自下

而上的直觉式系统, 也依赖于自上而下的反思式

系统(Chaiken & Trope, 1999; Kahneman, 2011), 
利他行为可能是先天和后天交互作用的结果。 

作为一种特殊的利他行为, 第三方惩罚同样

面临这样的争论, 而本项目有助于为解决这一争

论提供实证证据。由于认知控制是自上而下加工

的重要标志, 因此通过剖析认知控制在第三方惩

罚中发挥的具体作用, 项目研究结果不仅能够揭

示第三方惩罚的认知加工过程, 丰富并完善双加

工理论; 还能够更新双加工理论的适用条件, 即
不同情境下各类别的利他行为之间的认知加工模

式存在差异。眼动和脑电的研究证据能够帮助研

究者深入理解认知控制在第三方惩罚中发挥的早

期作用和晚期作用, 而发展的研究证据则能够进

一步揭示认知控制对第三方惩罚的影响随年龄的

变化模式, 从而帮助研究者理解第三方惩罚行为

的个体发生问题, 为社会决策领域的研究提供了

一个新的视角。 
5.2  应用可能性 

从应用的角度来看, 我们常常会在生活中遇

到各种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闯红灯、占座、逃

票、偷税……《人民日报》也曾多次报道生活中

的违规现象, 并提出通过提高违规代价来减少违

规行为的解决方案(人民日报评论部, 2018)。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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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罚虽然是产生违规代价的重要体现, 但是惩罚

也可能带来一些消极影响。例如, 已有的研究发

现, 惩罚可能会传递负面信息进而降低人际信任

(Fehr & Rockenbach, 2003)。在这种矛盾的情况下, 
本项目的研究结果有助于政策制定者深入理解第

三方惩罚等利他行为的发生机制, 引导大众在现

实生活中做出适当的第三方惩罚等利他行为, 减
少违规现象的发生。此外, 由于一般的惩罚必须

每次紧跟违规行为并且在多次违规情况发生时保

持一致才会奏效(霍夫曼, 2011; Saadeh, Rizzo, & 
Roberts, 2002), 但是这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做到。

因此, 我们认为, 第三方惩罚还有助于弥补一般

惩罚的局限性, 通过引导更多的第三方个体加入

到维护社会规范的队伍中, 能够提高违规行为得

到惩罚的可能性, 因而更加有效且高效地应对真

实世界中的违规行为。 
在现实生活中, 如果遇到违规情况, 个体在

第三方干预时可能会思考违规行为造成了怎样的

后果, 其行为背后的意图是什么, 是否应该惩罚

违规者, 惩罚违规者的力度又应该有多大……在

司法审判领域中, 人们对这些问题会进行更加深

入的探讨, 从而得到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裁判。

Decety 和 Yoder (2016)发现, 个体对他人遭遇不公

正的敏感性与情绪共情之间并不存在相关性, 但
是却与认知共情之间存在正相关。本项目的研究

结果也可以进一步提示认知能力的重要性, 在应

对不公正事件、引导公正行为以及构建公民道德

教育体系时, 需要向决策者强调认知性的心理推

理 , 包括采择决策的承受者和观察者的心理状

态、对事件本身进行道德推理, 使决策者能够运

用认知控制协调决策; 而非仅仅通过体验那些受

害者的情绪感受来完成决策。在司法、公安等领域

中, 也可以考虑将正义感和认知控制作为人才选

拔的指标之一。另外, 为了避免心理量表的社会赞

许效应, 研究结果中由不公正事件引发的一些眼

动和脑电指标也可以作为具体的选拔测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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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 of cognitive control in third-party punishment 

SU Yanjie; XIE Dongjie; WANG Xiaonan 
(School of Psychological and Cognitive Sciences, 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Behavior and Mental Health,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ird-party punishment (TPP) is a substantial and special kind of altruistic behaviors, which 
could help maintain social norms and human cooperation. A large body of research has studied norm 
conformity like fair behaviors and its underlying cognitive mechanisms, merely few studies, however, have 
discussed norm enforcement behaviors like TPP and its cognitive process. One issue of strong interest is the 
way how cognitive control influences TPP. Thus, through (1) exploring the specific role of cognitive control 
in TPP by means of employing different technical methods; (2)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examining how the effects of cognitive control vary by stages of development, particularly 
focusing on preschoolers and adolescents, who are undergoing rapid development of cognitive control, the 
present project aims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gnitive basis of TPP, explain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of TPP, and help build a psychological model for the TPP decision making. 
Key words: third-party punishment; cognitive control; empathy; justice sensitivity; e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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